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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迟退休的制约因素、政策效果与动态研究方法评价
邹铁钉 *
摘 要：本文以人口老龄化和就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为背景，探讨延迟退休的预算平衡作
用、就业挤出效应以及动态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中国政府考虑延迟退休，既是为了应对
养老金亏空，又是为了缓解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的局部用工荒。在养老金亏空问题上，
延迟退休可能短期有效、长期无效，也可能短期和长期都无效。在就业影响上，一些文献
认为延迟退休存在就业挤出效应，一些则认为不存在，还有部分学者甚至认为还有利于促
进就业。而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以及行业职业发展差异则是影响延迟退休可行性、有效性
和合理性的关键因素，个体在健康状况、教育经历、技能水平、工作经验上的分化，以及
同行业就业环境的匹配性所造成的个体社会地位、工作成就感和薪酬水平的差异化演变，
直接影响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及其经济影响，应当成为延迟退休方案设计及其选择的重要
关注点。所以，将个体就业和政府预算置于统一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之下，构建包含
个体和行业异质性的 OLG模型，有利于拟合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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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中国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 2.3亿，人口占比高达
16.7%，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 1.5亿，人口占比也接近 11%①，并且未来 5到 10年，
中国老龄化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预计到 202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至 2.48亿，
到 2025年会进一步增至 3亿，成为超老年化国家。②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早在 2015年就
已低至 2.87：1，平均不到 3个年轻人就要养活 1个老人，③社会养老压力越来越大。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社会养老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财政补贴从 2002年的 408亿增加
到了 2016年的 6511亿，15年间补贴金额总计 3.2万亿。④但问题是养老金缺口不但没有减
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大，2011年为 2.2万亿⑤，2016年快速增至 3.6万亿⑥，预计到本世纪中
叶，补贴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将占到当年财政总支出的五分之一，相当于 2012年 GDP的
75%。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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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养老金亏空与退休年龄密切相关，中国男性 60岁和女性 50岁的退休年龄同欧美国家
65-67岁的退休年龄相比，①显然属于低龄退休行为。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寿命从 1981年的
67.9岁提高至 2016年的 76.5岁，②这为调整退休年龄提供了保证。
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是应对养老金亏空的有效办法（郑秉文等，2012；曾益等，2013）。
据测算，退休年龄每向后推迟 1年，可减少养老金支出 160亿，同时还能增加 40亿收入，
从而可减少 200亿养老金缺口。③
然而，当前中国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员高达 2400万，而能落实
的却不到 1000万，若让 600-700万的退休人员延迟退休，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
60-70%，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结构性矛盾就会更加突出。
同时，不同阶层对延迟退休的心态各异。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处
于社会底层占人口多数的体力劳动者会反对，而基础理论研究者以及体制内的公职人员则
会支持。④
由此可见，加快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及其方案探索极为紧迫而重要，一方面是为了应
对老龄化造成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劳动力局部短缺。然而，延迟退休的时机
及其方案选择，必须综合考虑养老金收支状况、宏观就业环境以及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
所处行业的职业发展差异。
二、延迟退休是否可行有效？
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延迟退休的积极作用，比如增强养老保险体系
的财政预算平衡能力（Martín，2010；田月红和赵湘莲，2016）。减轻年轻人的养老压力，
增强代际公平性（Hairault，Langot和 Sopraseuth，2008）。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李
宏彬、施新政和吴斌珍，2014；邹红和喻开志，2015；Lundberg，Startz和 Stillman，2003）。
增加社会总劳动力供给，缓解部分行业或地区的劳动力缺口（王天宇、邱牧远和杨澄宇，
2016；姚东旻，2016）等等。并据此提出了不同的延迟退休方案和政策建议，比如按出生
年龄和个体意愿的不同，渐进延迟退休（Stock和Wise，1990；黎文武和唐代盛，2004）。
按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分地区或分行业推进延迟退休（彭浩然，2012；姚东
旻，2016）。按生理状况和婚后家庭分工的不同，分性别推进延迟退休（封进和胡岩，2008；
朱波，2015）。以及与其他配套保障政策结合起来推进延迟退休（Gurley-Calvez and Hill，
2011；刘万，2013）等。
然而，另一部学者却对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负面效果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比如延迟退休对养老金的预算平衡作用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还会加大入不敷出的清偿风
险（余立人，2012；曾益、任超然和汤学良，2013）。并且，延迟退休在短期减支增收的
财政功能，还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影响，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就会存在明显的就
业挤出效应（王海涛，2011）。另外，延迟退休还会激励参保人自发减少储蓄，不利于资
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负面作用（Fanti和 Gori，2013）。
现有从宏观或微观层面质疑延迟退休积极作用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延
迟退休虽然在短期内能起到一定的增收减支作用，但受通货膨胀率和养老金水平不断上调
的影响，在长期内削减养老金亏空的作用非常小（Auerbach，1991；蒋云赟，2009）；二是
①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1978。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网易新闻，2017-09-29，
http://news.163.com/17/0929/17/CVH57EL80001875N.html。
③ 刘艳：《延迟退休能补缺口，但管不了养老》，网易新闻，2015-03-19，http://news.163.com/15/0319/16/
AL36738M00014JB5.html。
④ 何舒珉：《“他们”眼中的延迟退休》，新浪财经，2015-12-04，http://finance.sina.com.cn/2015-12-04/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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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延迟退休在短期内的预算平衡作用是以牺牲年轻人的就业为代价的，岗位被生产效率不如
年轻人的老人占据，社会财富和养老保险费的筹集来源就会受到冲击，结果并不利于增支
减收；三是如果经济结构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为主，而人口又是大多没有受过良好教
育和技能培训的粗放劳动力，延迟退休就会产生极强的就业挤出效应，无助于缓和劳动力
市场供过于求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条和第二条是质疑延迟退休是否真能缓解养老金亏空。第三条是质疑延迟退休政
策的环境适用性，因为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在一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地区搞延
迟退休，会严重扭曲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和配置效率（Fisher and Keuschnigg，2010）。
然而，较多的研究包括理论和实证的，都证明延迟退休对消减养老金亏空的积极作用，而
对年轻人的就业则具有不确定性影响，比如阳义南和谢予昭（2014）等。还有一些研究认
为，延迟退休确实能在短期内起到缓解养老金亏空的作用，并不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大的
影响，比如张川川和赵耀辉（2014）、王天宇（2016）等。甚至一些研究还认为，延迟退
休不仅没有就业挤出效应反倒有利于减少社会失业，所以提高个体的退休年龄是应对养老
金亏空的有效举措，比如姚东旻（2016）等。
由此可见，延迟退休在应对养老金支付危机方面的效果及其就业挤出效应并无定论，
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主流分析框架，所得到的结论亦无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有力证据。如果能在上述三类质疑的基础上，将其背后的经济逻辑纳入统一的分析框
架，采用包含个体和行业异质性的三期 OLG研究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影响，则更有
利于评价延迟退休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也更有利于提出优化延迟退休改革的方案
设计和政策建议。
三、延迟退休的背景、个体意愿与影响因素
经典文献对延迟退休背景的探讨，大多是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开始的（Creme、
Lozachmeur和 Pestieau，2004），主要关注退休年龄对养老金收支、就业、家庭生活、个人
健康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Mcfall，2011）。战后各国推动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特别是
调整本国退休年龄，大多是迫于养老金亏空压力和部分产业的用工缺口（Chruden and
Sherman，1980），主要政策工具包括调整缴费比例、养老金换算标准和法定退休年龄等（张
熠，2011）。
通常，养老保险缴费对人们的消费、储蓄以及劳动供给行为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所
以一般不会轻易调整。而养老金又和工资一样具有很强的刚性，同样很难调整（邓大松和
刘昌平，2001）。在不根本改变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下，调整个体的退休年龄便成了决策
者和研究人员的关注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居民健康卫生观念的
增强，世界人均寿命大幅提高，延迟退休的生理可行性不断增强（乐章和刘二鹏，2015）。
养老保险制度的诞生，一方面改变了传统养儿防老以及老而不休的自养老方式，减少
了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提高了他们的经济独立能力和社会地位（程令国、张晔和刘志彪，
2013），另一方面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制度选择和政策调整，又会影响到行为人对闲暇和劳
动的选择，进而影响到个体的退休决策（汪泽英和曾湘泉，2004）。可见，依附于养老保
险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变动会给个体形成不同的退休激励，部分学者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
（Casamatta和 Paoli，2012）。
一些研究发现，现收现付制对个体工作年限的规定是一样的，而计算养老金的替代工
资率通常是以这段时期的个人平均工资率和社会平均工资率的加权和为基准的，所以个体
只要累积达到工作年限，即使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可以申请退休，这种提前退休行
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给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部分学者认为，
如果将养老金与法定退休年龄的距离关联起来，越接近或超过规定年龄越多的退休者养老
金越高，延迟退休的个体就会越多（French，2005；彭浩然，2012）。然而，养老金水平对
4退休的影响既存在收入效应，又存在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激励人们早退休，替代效应激励
人们晚退休，个体作出何种选择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刘万，2013）。
另一些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封进和胡岩，2008；Wise，2016），认为仅仅简单考虑
工作年限、退休时间以及法令退休年龄之间的关系，还不足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把
教育经历、技术熟练程度、工作性质、性别、健康、家庭财产、工资水平以及对就业环境
的不确定性预期考虑进来，养老保险制度对退休行为的激励可能就截然不同了。
通常，教育对人的退休意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学历越低退休年龄越低，学历越高
退休年龄也越高（李琴和彭浩然，2015）。技术熟练程度的影响需要分类讨论，如果拥有
的是基于体力吃青春饭的技术，则倾向于早退休（Filer和 Petri，2001），而基于知识、经
验等可积累的技术，则倾向于晚退休。工作性质更多的是通过影响参保者的社会地位和工
作成就感影响到他们的退休决策，像医生、教师、科学家这类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工作成
就感的职业，即使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希望能继续工作，而像建筑工人、长度货运司机、
机械装配工、保姆等简单枯燥的职业，按时退休和提前退休的就比较多（张琴和郭艳，2015）。
而性别对退休行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一般而言，由于生理、婚后家庭分工以及国家
政策安排上的差异，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实质退休年龄都要低于男性（封进和胡岩，
2008）。然而，受社会女权运动的影响，随着对女性教育的普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
作意愿越来越提高（李琴和彭浩然，2015）。所以，提高女性的退休年龄是当前一些学者
和国家正在思考的改革方向。
另外一些研究表明，健康状况与退休行为成反向关系，体质越健康，退休时间越晚，
反之越早（钱锡红和申曙光，2012）。而田宋和席恒（2017）则认为，健康状况对退休行
为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并不存在必然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
较多的研究认为家庭财产也对退休行为存在激励作用，通常家境殷实的个体对闲暇的
需求远远大于对劳动的需求，退休意愿明显高于经济条件差的个体（王军和王广州，2016）。
从现实情况看，关于富裕者好逸恶劳的假定是一种偏见，并不符合事实，现实中富裕者表
现得更为勤劳和积极进取，比如比尔盖茨、李嘉诚、褚时健、宗庆后等商业领袖，年逾古
稀仍致力于企业治理，退休时间反而比普通人晚得多。
事实上，工资率和对就业环境的不确定性预期也是重要因素。如果劳动的报酬不断提
高且增速快于养老金，行为人自然愿意推迟退休，反之就会早退休（Coil和 Levine，2006；
刘万，2013）。而对未来就业环境的预期对退休的激励完全相反，预期就业环境越不理想，
早退休的愿望就越强，反之晚退休的愿望越强（阳义南和才国伟，2012）。
我国当前男性 60岁和女性 50岁的退休安排，同欧美国家 65-70岁的退休年龄相比，显
然属于低龄退休行为。此外，中国劳动保障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一些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提
前退休行为也比较常见。比如 1998年就有超过 27万的违规提前退休人员，占到同期全部
退休人员的 18.9%。到 2010年，虽然违规退休人员占比降低到了 13%以下，但由于人口基
数大，提前退休的人员规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大了。加之当前超过 2.3亿 60岁以上
的老年人口，伴随老龄化而来的养老财政压力与日俱增。
延迟退休作为应对之策近年来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现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延迟退
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思考，但在问题把握和观点的聚焦上还有待加强
针对性，尤其是对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对延迟退休的制约性影响没有
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延迟退休的预算平衡作用
延迟退休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如果不是现收现付制受人口老龄化影响出现支付危机，
政府也不会如此关注。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性同养老金支出和养老保险费收入直接相关
（Cremer、Lozachmeur和 Pestieau，2004），如果支出超过收入，就会出现养老金缺口。
5养老金缺口的成因有三，一是出生率下降和新增劳动力减少，导致缴费对象和税源变
少；二是养老金水平的增长速度快于养老保险税率和税基（张熠，2011）；三是老龄化、
人均寿命延长、低龄及提前退休行为（Galasso，2008）。
由于提高养老保险费的负面经济影响大，而社会平均工资率由劳动边际生产效率决定
的，政府又不能随意调整，所以调整退休年龄便成了关注的焦点。
延迟退休最直接的作用是能改变影响养老金预算的两大人群规模和构成比例，将原本
退休的人群重新转化为在岗劳动力，在减少养老金领取对象的同时，又增加了养老保险的
缴纳对象，这一减一增确实能起到平衡养老金预算的作用（Haan和 Prowse，2014）。
然而，现实情形并非如此简单，首先是在较多国家退休者的养老金与经济发展状况高
度相关，随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动态调整（Clark， 1982；余立人，2012），上涨
速度平稳恶如不低于同期社会平均工资率。其次，为了减轻阻力，政府一般会根据年限为
延迟退休者提供不同数量的补贴（Gustman和 Steinmeier，1991）。所以，延迟退休到底能
否平衡养老金预算并无定论。
部分研究对延迟退休的预算平衡作用持肯定态度。Shoven和 Goda（2008）认为，延迟
退休不仅可以减少短期养老金赤字，还可以持久增强养老保险体系的预算平衡能力。Martín
（2010）以及于文广、王琦和黄玉娟（2017）指出，延迟退休之所以能减少养老金亏空，
是因为增加了不同年龄段人数的退休年龄，同时增加个体缴费年限和减少养老金领取年限，
一举两得。田月红和赵湘莲（2016）运用蒙特卡洛随机模拟方法测算了未来 75 年养老金财
务状况，如果推迟法定退休年龄 5年，养老金出现年度缺口的时间至少推迟 17 年，到 2085
年累计减少 55%的养老金缺口。
而在具体改革措施上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大体而言，延迟退休对养老金预算平衡的作
用同改革的力度有关，轻度延迟退休要好于深度延迟退休。江红莉和姚洪兴（2016）认为，
要想减轻延迟退休的改革阻力并取得好的效果，就得依据出生年月的不同，按照老人老办
法、新人新办法，渐进延迟退休。当然还有从职业差异、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提出延迟退
休建议的。
当然还有部分学者对延迟退休的预算平衡作用提出了质疑。张熠（2011）认为，延迟
退休只是短期应景之策，其作用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变弱，在长期则存在不确定性。而李
付俊、孟续铎和张超（2014）则认为，即使是在短期内，延迟退休的作用也十分有限。所
以，延迟退休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养老金收支失衡的问题（苏春红和李松，2016）甚至
还有可能让亏空规模愈发严峻（江红莉和姚洪兴，2016）。总之，这部分研究认为延迟退
休是治标不治本，只是将眼前的问题拖到将来去解决。
现有研究对延迟退休的预算平衡作用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分歧，是因为对个体人力资
本异质性、所处行业职业发展差异以及宏观就业环境的影响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如果只是
从现象的某一个角度去探讨现象本身存在的问题，就容孤立僵化的分析陷阱，以至出现抱
着增收减支的目的去改革却达成了增支减收的负面效果。所以，把个体特征、行业差异和
宏观经济环境综合起来去思考延迟退休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理论新意。
五、延迟退休的就业挤出效应
调整退休年龄本质上就是调整个体一生中休闲和劳动的时间占比（Aísa、Pueyo 和
Sanso，2012）。提高退休年龄自然是降低休闲时间占比，提高劳动时间占比，老年劳动者
随之增多，从而改变了劳动供给的年龄结构。当经济扩张的速度无法创造出相应的工作机
会，新生劳动力和延迟退休者的就业需求便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由于延迟退休者具有占位
优势，初次就业的新增劳动力首当其冲，对此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看法（郭凯明和颜
色，2016）。
关于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国外学者关注的比较早。Chan和 Stevens（1999）
6利用 HRS 数据对美国的研究发现，退休年龄的高低与就业环境息息相关，延迟退休必须考
虑劳动力市场的表现。Keuschnigg（2004）对奥地利的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对新增劳动力存
在很强的就业挤出效应。（French和 Jones，2012）的研究认为，延迟退休不仅对年轻人不
利，对于老年人同样不利。由于体力下降以及技术老化等原因，延迟退休者不仅劳动参与
意愿低，而且劳动力市场对其接纳意愿也低。不同的是，Casamatta和 Paoli（2012）的研究
则认为，延迟退休对年轻人的就业挤出效应非常小。
当然，也有认为延迟退休能促进年轻人就业的研究。Staubli和 Zweimüller（2013）认
为，提高退休年龄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带动投资和增加就业。Meghir，et al.（1997）和 Battistin，
et al.（2009）对英国和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延迟退休既可增加工资收入，又可积累更多的
养老金财富，让个体在一生不同时期消费更多，有助于拉动需求、刺激生产和扩大就业。
Thang（2011）等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发现，延迟退休留下的老年劳动力，可以通过帮传带
的方式将生产技术和工作经验教给新员工，帮助他们更快的适应工作环境和取得更高的劳
动效率。所以，新旧劳动力之间不仅有替代挤出效应，还有互助协作效应。
目前，国内对延迟退休的就业挤出效应展开研究也开始热了起来。张川川和赵耀辉
（2014）利用 1990、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
了老年人就业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就业能促进年轻人就业而不是抑制。
姚东旻（2016）以产业结构调整为背景，利用两部类就业竞争模型分析了延迟退休对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认为延迟退休在长期还能降低社会失业率。
与此同时，王天宇和邱牧远（2016）运用搜索—匹配模型分析了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
响，认为轻度延迟退休（延迟 1到 2年）不会造成社会失业率大幅上升，但会增加新增劳
动力的就业搜索成本。郭凯明和颜色（2016）借助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了延迟退休对生育行
为进而对就业的影响，认为延迟退休会改变社会生育偏好，人们会生育更少，此时不再是
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而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此外，苏春红和张钰（2015）利用适龄劳动人
口指标分析了延迟退休对失业率的影响，认为延迟退休会增加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数量，
最终导致失业率下降。
然而，刘妮娜和刘诚（2014）对中国 29 个省份、18 个行业的数据分析发现，延迟退
休对青壮劳动力的就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教育等高端行业要
大于批发零售等低端行业。范琦和冯经纶（2015）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由于中国老年劳动
力和青壮劳动力的异质性弱同质性强，延迟退休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要明显大于欧美国家。
而乐章和刘二鹏（2015）却持辩证的观点，认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拥有极强的
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并不会存在严峻的老年人抢年轻人饭碗的问题。
同样是延迟退休，在不同国家的实验结果却截然不同，部分文献从人力资本、产业结
构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给出了解释（刘妮娜和刘诚，2014）。
如果在设计延迟退休方案适，能从教育、培训、经验与行业的匹配性出发，考虑个体
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就能减少政策调整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冲击。一般而言，在对人力资
本要求不高和缺乏技术门槛的行业，就业挤出效应要明显大于人力资本要求和技术门槛都
高的行业。
此外，由于男性和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存在着较大差异，而新一轮改革的方向之一就
是提高女性的退休年龄，考虑到生理和家庭分工的不同，延迟退休对女性的就业影响要大
于男性。
另外，年龄结构因素也不容忽视。延迟退休对不同年龄段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影响，通
常对临近退休者的影响要大于新入职者。所以，延迟退休应该按照个体年龄、人力资本、
健康状况和所处行业的职业特性分类推行。
7六、延迟退休的动态研究方法
从研究技术看，以代际交叠模型（OLG）为基础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有助于评价延
迟退休方案的政策效果及其经济影响。自萨缪尔森 1958年提出纯交换 OLG模型之后，1965
年戴蒙德又将 OLG模型扩展为包含消费和生产的两部门模型，用于分析人口新老交替下的
动态经济运行、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
Auerbach，et al.（1987）、Heyma（2004）、French（2005）和 Van，et al.（2008）以
戴蒙德的研究为基础，将 OLG模型扩展为包含养老保险体制的动态生命周期模型，用于分
析人口结构、就业、劳动工资率、经济增长同养老金预算平衡的长期动态关系。Casamatta，
et al.（2000）则在 OLG 模型中加入了个体劳动生产率差异，用于分析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
能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Groezen et al.（2003）和 Hirazawa，et al.（2009）在人口结构变动外生给定的情形下，
分别从分散竞争均衡和计划最优化角度，利用 OLG模型研究了养老金预算平衡以及社会福
利最大化问题。Schoonbroodt，et al.（2014）在人口结构内生变动的情形下，运用 OLG模
型分析了人口和政策参数变动对养老金预算平衡的影响。Haan和 Prowse（2014）在 OLG
模型中加入了退休年龄变量，重点研究延迟退休对养老金亏空的缓解作用。
而Miche，et al.（2013）和 Yang et al.（2015）则利用 OLG模型深入考察了人口结构动
态演变对养老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同时还研究了政策变动对劳动力市场和个体就业的影
响。Boucekkine，et al.（2002）和 Imrohoroglu，et al.（2010）运用 OLG模型从微观层面研
究了延迟退休对个体劳动偏好以及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而 Haan和 Prowse（2014）则从宏
观层面，在局部均衡框架下运用 OLG模型分析延迟退休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其劳
动报酬工资率的变化。
与从劳动供给角度运用 OLG模型研究延迟退休不同的是，Galor，et al.（1990）和 Heer
（2003）将就业信息以及就业搜索-匹配机制嵌入到 OLG模型，从劳动需求角度，对劳动力
市场的就业和用工行为展开静态一般均分析。而 Keuschnigg，et al.（2004）和 Fisher，et al.
（2010）将生命周期假说、就业搜索匹配机制融合到 OLG模型中，从动态一般均衡角度系
统考察延迟退休对个体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同前述理论研究不同的是，Becker（1960）、Neher（1971）和 Schultz（1974）在具体
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代际养老的影响时，就在 OLG模型中考虑了
亲代对子代利他性投资的作用。Sandler，et al.（1976）、Boldrin，et al.（2002）以及 Rangel
（2003）将反应时间特性的贬值函数引入了 OLG模型，从动态一般均衡角度分析了代际间
的利他性投资和赡养行为。
国内虽然也有从微观和宏观角度，运用 OLG模型对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和作用展开研究
的（何新华，2001；贺菊煌，2002；林忠晶和龚六堂，2007；刘庆彬和郝胜龙，2011；彭
浩然和陈斌开，2012；严成樑，2016；王天宇、邱牧远和杨澄宇，2016；耿志祥和孙祁祥，
2017；封进，2017）。但是从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不同行业的职业发展差异出发，以生
命周期理论、可计算的代际账户预算平衡思想和 DMP假说为指导，构建以 OLG模型为基
础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系统评价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和就业影响的并不多见。
上述文献梳理表明，以参保者的个体效用函数及其预算约束为核心的 OLG模型，已经
被西方主流研究文献广泛运用，被证明非常适合于研究养老金代际预算平衡以及退休年龄
调整等养老改革问题。基于此，我们可把参保者一生划分为“正常工作期”、“延期工作
期”和“离岗退休期”三个阶段，构建三期 OLG模型并求解，以得到养老金缺口函数和失
业率函数。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置不同政策参数，对养老金缺口和失业率进行静
态比较和动态模拟，以提高模型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8七、后续研究设想与展望
我们对延迟退休方案的探索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人口变动、经济运行以及养老
财政预算背后的经济逻辑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首先考察行业技术门槛、职业特征以及个体
年龄—人力资本分布存在异化的情形下，小幅度渐进调整退休年龄会对那些行业的就业者
产生较大的冲击。然后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延迟退休者的平均工资
率、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率及其就业率纳入分析指标，估算延迟退休化的预算平衡作用。
然后再考虑在调整退休年龄的同时调整养老金缴费基数、缴费比率以及养老金替代比率等
政策参数，进一步考察延迟退休的预算平衡作用和就业挤出效应。
统一的分析框架是指将个体就业和政府财政预算行为置于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之
下，采用包含个体和行业异质性的三期 OLG研究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影响。至于延
迟退休是否可行、是否有效和是否合理，个体人力资本、职业、单位性质和宏观就业环境
是关键影响因素，虽然有学者对其中个别影响因素的作用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但并不能完
整展示延迟退休全部影响因素的单向影响和交互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因而，需要综合个体
特征、行业特征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及其影响因素来一个综
合评价。所以，以个体效用函数为基础，在考虑到个体禀赋、外部经济环境以及政策规制
的约束后，将上述所有因素融入到个体效用函数、养老金缺口函数以及失业率估算函数之
中，从短期静态均衡和长期动态均衡两个层面评价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为当前还处于探
索阶段的延迟退休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案建议。
从人力资本异质性和所处行业职业环境出发，考察延迟退休对不同学历、不同技术熟
练程度、不同单位性质、不同工种的参保者的影响，以及个体工资率养老金收入、工作成
就感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为关键指标，深入分析延迟退休的民意分化、改革阻力及其方案设
计，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理论创新价值。
2017年 3月 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介绍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时指
出，延迟退休政策是一项事关所有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待时机成
熟时再适时推出。我们在微观层面，可以个体成本与收益变化以及职业发展路径变迁所带
来的工作成就感与社会地位变化为抓手，系统评价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路径差
异对延迟退休政策可行性与有效性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可以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构成比
例、拥有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构成比例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为抓手，
首先考察人力资本异质性、行业职业发展路径差异以及劳动力供求结构给定的情形下，实
施延迟退休政策会对新增劳动力产生怎样的就业影响；其次，结合微观个体特征和宏观就
业环境，以个体工资率、养老金水平、闲暇偏好以及失业率的变化为考察指标，评价延迟
退休的预算平衡作用和就业挤出效应。
提出以上研究设想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于，首先从个体成本-收益、代际预算平衡、
劳动力供求结构角度分析延迟退休的必要性、积极作用和改革阻力的，已经有较多的理论
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理论与实证模型，但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退休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成
果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完善。我们如果以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以及
二者的交互作用为立足点，以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均衡性为背景，分析个体退
休意愿以及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影响，可在一定程度上充实有关延迟退休的研究文
献。
其次，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职业发展差异在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分割、地区分割、行业
分割和所有制分割等特性，并且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构架以及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与资源
配置具有极强的掌控能力，民意的表达、养老金亏空的弥补以及社会就业的安置，除了市
场自发秩序和个体理性自由选择这条路径之外，还有公有制经济、土地财政以及政府强大
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一只看得见的手，延迟退休的可行性以及推进方式、推进时机的选择，
9最终取决于执政者的立场以及对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考量，这为研究延迟退休
的微观和宏观制约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有助于得到新的发现和更为切实
有效的证据。
最后，如果我们在现有国内外延迟退休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学术观点分歧以及延
迟退休改革现实中所碰到的问题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可在立论背景、核心问题、政
策建议以及技术框架上，同现有研究性一脉相承的互为补充支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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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 Policy Effect and Dynamic Research Method to Delay Retirement
Zou Tied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uncertainty of employment environmen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budget balance, employment squeeze-out, and dynamic research methods
which related with delay retiremen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rocess of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deal with pension deficits and local
labor shortage. On the issue of pension deficits, delayed retirement may be effective in the short
term, and long-term invalid, or may be invalid in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In terms of
employment effect, some literature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squeeze-out effect on employment,
while some believes no, and some scholars even believe that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mployment. For the feasibility, validity, and rationality of delay retirement, the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and the difference in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were the key factors, a
good consideration was needed when we make decision to retirement policy and its choices. So,
placing individual employment and government budget under a unified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and constructing an OLG model that includes individual and job
environment heterogeneity, that would be good to simulate the policy effects of delay retirement.
Keywords: Delayed Retirement; Pension Deficit; Squeeze-out Effect on Employment; OL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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